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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钱穆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造性重建的国学大师。钱穆在中西文

化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的发生论维度、文化的时空维度、文化的个性维度、文化的包容性维度、文化的生

命力维度、史学维度等论证了中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在当前的“国学热

潮”中，重拾国学大师钱穆的精神财富无疑是必要的。钱穆的这些思想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也有其历史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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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钱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态度，目前有两种

比较普遍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钱穆只强调了东

西文化的不同，并没有简单的判定孰优孰劣。第二种

观点认为：在钱穆的视野里中国文化较之异域文化具

有优越性和先进性，即“中国文化最优论”。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有他们的根据。因为钱穆反复

说过： 
我们讲文化没有一个纯理论的是非。东方人的性

格与生活，和西方人的有所不同。……没有一个纯理

论的是非，来判定他们谁对谁不对。只能说我们东方

人比较喜欢这样，西方人比较喜欢那样。……我们今

天以后的世界是要走上民族解放，各从所好的路。你

从你所好，我从我所好，并不主张文化一元论，并不

主张在西方、东方、印度、阿拉伯各种文化内任择其

一，奉为全世界人类做为唯一标准的共同文化。……

在理论上，我很难讲中国文化高过了西方文化。也可

以说，西方文化未必高过了中国文化。因为两种文化

在本质上不同。……将来的世界要成为一个大的世界，

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阿拉伯人，有欧洲人、有非

洲人……各从所好。各个文化发展，而能不相冲突，

又能调和凝结。我想我们最先应该做到这一步。我不

反对西方，但亦不主张一切近随西方。我对文化的观

点是如此。[1]( 27−29)  
钱穆展望未来世界文化的格局应该是多元共处、

各从所好；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路向应该是“集异建

同”。他指出对待不同文化的具体态度应该是：“先把

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

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

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的优点，来会

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

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

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毁灭

了各民族文化，又何来世界文化？” [2](145)钱穆认为世

界文化的前景，决不在于抹煞、消融各民族文化之异，

相反，世界文化的发展只可能建立在保留各民族文化

的优长、发扬其差异的基础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钱穆确实没有简单地判定

东西文化的优劣高下，而是主张相容互尊、多元共处、

各从所好，反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一元论。但

是，在这里，钱穆也一再强调是从“纯理论”的角度，

东西方文化没有谁是谁非，谁对谁不对。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则认为，钱穆在更多的场合、

更多的著作中提到并论证了中国文化较之其它文化的

优越性和先进性。钱穆不止一次说过：“中国文化，无

疑为世界现文化中最优秀者”[3](7)；“五千年来不断绵

延不断展扩之历史事实，便足以证明中国文化优异之

价值”。将来的世界，正要中国文化来领导。……中国

文化可以救世界。”[4]( 130)钱穆在海外生活和讲学期间

无数次地为中华文化而高声呐喊：“可爱哉！中国之文

化。可羡哉！中国之青年。”[3]( 6)可见，钱穆确实充分

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认为中国文化具有 高
于西方文化的价值。 

                                  
收稿日期：2007−01−04 
作者简介：陈曙光(1975−)，男，湖南浏阳人，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化 



第 1 期                                       陈曙光：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评析 

 

91

 

 
不管是第一种观点还是第二种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

道理。笔者通过长期研读钱穆的众多著作之后，发现

钱穆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时，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

价值维度。正是从这些特定的维度来考量，钱穆得出

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   
 

二、 
 

钱穆是从哪些维度得出“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

论呢？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 从文化发生论的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产

生于“大地面”；古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产生于

“小环境”。 

在文化发生论上，钱穆是一个鲜明的地理环境决

定论者。他说：“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

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遇特殊之问题、所用特

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
[5](911)“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

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

式影响到文化精神。”[6](弁言·2)  
钱穆指出，埃及、巴比伦、印度文化，都是在一

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

面上，因而有许多独特优异之处。钱穆从三个方面总

结了这种优越性： 
第一：古代文化发展，皆在小环境里开始，其缺

点在于不易形成伟大的国家组织。独有中国文化，自

始即在一大环境下展开，因此易于养成并促进其对于

政治、社会凡属人事方面的种种团结与处理之方法与

才能。遂使中国人能迅速完成为一内部统一的大国家，

为世界同时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二：在小环境里产生的文化社会，每易遭受外

围文化较低的异族之侵凌，而打断或阻碍其发展。独

有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下展开，又能迅速完成国家

内部之团结与统一，因此对于外来异族之抵抗力量特

别强大，得以不受摧残，而保持其文化进展之前程，

逐渐发展。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历最悠久的国

家，又为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 

第三：古代文明多在小地面的肥沃区域的产生，

因此易于到达其顶点，很早便失却另一新鲜向前的刺

激，使其活力无力使用，易于趋向过度的奢侈生活，

而招致社会内部之安逸与退化。独有中国文化，因在

较苦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因此不断有新刺激与新

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下，社会内部亦始终

能保持一种勤奋朴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

不易腐化[6]( 7)。  

钱穆指出，中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完成了

上古之后，到秦、汉统一时代，开始走上新气象的另

一进程，渐渐由黄河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而同时代

的几个文明古国，皆已在世界文化史上开始退出历史

舞台，而让位给新兴民族国家了。所以，从文化发生

论来看，中国文化具有优越性。 
(二) 从文化绵延展扩的时空维度来考察，中国

文化“广土众民”，“绵历不衰”，“为个人继续不歇之

全程跑”；西洋文化“虽亦绵延悠久”，但“乃一种接

力跑、传递跑”。 

任何文化必有其生存的地域空间，也必有其发展

的时间跨度。钱穆以“扩广群、历永世”的时空维度

为标准来划分世界文化类型，也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不

同文化的价值。他认为，任何优秀的文化必然能够在

空间上“广土众民”，在时间上“绵历不衰”。 
钱穆指出，如果以历史的悠久博大为标尺，那么

中华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环顾斯世，我民

族命运之悠久，我国家规模之伟大，可谓绝出寡俦，

独步于古今矣。……一民族文化之传统，皆由其民族

自身递传数世、数十世、数百世血液所浇灌，精肉所

培雍，而始得开此民族文化之花，结此民族文化之果，

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窃而得”[5](引论·32)。钱穆认为中华文

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精心培育和积累的结果，其成

就“独步于古今”，在世界文化中占有显赫的地位。“取

证不在远，请即以中国文化之扩大与绵延二者论之。

中国文化拥有四万五千万大群，广土众民，世莫与京，

此即其文化伟大之一征。……就人类以往全史进程，

而纵观通览之，则当有罗马时无美苏，有美苏时无罗

马，而中国独巍然屹立于人类全史过程中，而迄今无

恙，此乃见其伟大性之全体也。……故中国文化，不

仅有其展扩，而尤有其绵延。必就时空立方大全体观

之，乃见中国文化优秀之价值。西洋文化虽亦同为现

世界人类文化绵延悠久之一系。然譬如长距离赛跑，

西洋文化乃一种接力跑、传递跑，而中国文化则为个

人继续不歇之全程跑。”[3]( 7−8)  
可见，从文化的时空维度来看，在世界文化当中，

中国文化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 
(三) 从文化个性的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乃

青年性的文化，前望皆生成也”，故而“居其久”；“欧

西为壮年性的文化，前望则肃杀矣”，“印度为老年性

的文化，前望则凝寂矣”，故而“居其暂”。 

文化必有其个性，缺乏个性的文化是不可能“扩

广群，历永世”的，只会“分崩离析”。  
钱穆指出，中印欧文化的基本精神主要表现在

“仁”上。但是，三大文化又各有所偏，正如人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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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时时随其年寿对境而有异，大较言之，青年少年则

常见于孝，壮年中年则常见于爱，老年晚年则常见于

慈，曰孝，曰爱，曰慈，皆仁也。青年无不知孝父母，

壮年无不知爱配偶，老年无不知慈伦类。钱穆进一步

分析了中印欧文化的个性。大抵中国主孝，欧西主爱，

印度主慈。故中国之教在青年，欧西在壮年，印度在

老年。中国乃青年性的文化或称孝的文化，欧西为壮

年性的文化或称爱的文化，印度为老年性的文化或称

慈的文化[3]( 2)。 
他从中印欧文化个性出发得出了“中国居其久，

印欧居其暂”的结论。他说“青年可以望壮，壮年可

以望老，而慈者不再壮，壮者不再青。孝其父母，岂

有不爱其配偶，慈其伦类？今曰离弃父母而向汝妻，

又曰出家绝俗而归汝真，舍此以趋彼，故欧土不重孝，

佛徒不言爱，是中国得其全，而印欧得其偏。中国如

新春，前望皆生成也；欧土如盛夏，前望则肃杀矣；

印度如深秋，前望则凝寂矣。故中国居其久，而印欧

居其暂”[3]( 5)。针对中国“青年”文化柔弱，不敌壮

者之刚的观点。钱穆认为柔弱可以胜刚强，中国的抗

日战争，就是以至弱拒至强。 
可见，从文化的个性来看，中国文化优于印欧文

化。 
(四) 从文化同化力和包容性的维度来考察，中

国文化能“融异域文化之优点而冶为一炉”；西方文

化若“接受外来新元素则必将害其原有之旧组织”。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独步于古今”，究其

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宽广胸

怀和中和品格。放眼文化发展史，从中西文化的交流

来看，则更是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同化力和包容性。他

将中西文化的交流分为三期来具体说明中国文化的优

越性。 
第一期是近西的中印接触，自东汉至隋唐，超过

六百年，这一时期中国人接触吸收了印度的佛教文化。

这一时期，“印度佛教遂得全部移植于东土。其时中国

人不仅虚心接受，抑且发扬光大，使流布中国之佛教

哲理继续精深化，而有青出于蓝之誉。……隋唐统一

盛世，在中国之印度佛教哲理亦以登峰造极，同时发

展达于最高之顶点。初唐盛世，中国禅宗崛起，遂使

印度佛教哲理完全中国化，以消融和会于中国传统文

化之内。而于是中国人所独创之东方文化传统，乃成

为包藏有甚深微妙之印度佛教哲理之大宝库。”[3]( 12)。 
第二期是远西的中回接触，自隋唐以后下迄宋

元，大体上又有六百年的长时期，可说是中国人接触

吸收阿拉伯回教文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人正以

其发皇荣盛之大气度，披豁胸襟，坦白展开其西北西

南海陆两大交通线，以与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教新文明

相接触。……而我中国人独创之东方文化中，又重复

新包藏有简洁刚劲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之大宝  

库。”[3](12−13)。 
第三期是更远西的中欧接触。他认为前两期中西

文化接触各自经历六七百年的长时期，才完成中华民

族吸收外来文化之大业。现在的中欧接触自明朝以来，

为期只有三百多年，虽则西洋以其过强之势力压迫于

我，但我们诚心接纳吸收异文化之热度仍然不减。若

再历三百年，中国人必能充分接纳消融西欧文化，中

国文化必将成为包容西方文化精神的大宝库。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能够吸收融合其他民族文化

之优点而冶为一炉。但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同化力和

包容性并不是其他文化所具有的。以儒家思想和耶酥

教为例，儒家思想可以容忍耶酥教，耶酥教却不能容

忍儒家思想。耶酥教的最高教理在“信仰上帝创世”，

儒家思想的中心是“性善论”，在人性皆善的理论上加

上一个人类由上帝创造的学说是无伤大体的。但反过

来，耶酥教却不能接受儒家思想，因为接受了“人性

皆善”，则不得不接受“人皆可以为尧舜”以及禅宗“自

性自佛”的话，由此便对耶酥教一切仰赖上帝的教义

给予了无情的打击。果真如此，耶酥教势必变成一变

相的儒家。 
钱穆还认为，中国文化不但能容纳西方的宗教，

也能容纳西方的科学，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决不会因

西方科学的传入而受损。“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

接受外来新元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

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

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合”[6](221)。

中国文化的胸怀与品格足以应对西学东进、文化冲突

的境遇。因此，“西方人的科学与宗教之相互敌对，一

到儒家的思想范围里，便须失其壁垒。宗教与科学，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下，都可有他们的地位，……

他们将融合一气而以儒家思想为中心”[6](223)。 
所以，从文化的同化力和包容性来看，中国文化

也具有其他文化不可相比的优越性。 
(五) 从文化生命力的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以

农业为主，以和平为本”，为“领导未来世界和平之

力量”；西方文化则“未必为和平的”，不能成为“人

类未来之依归”。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不仅具有应对现实的能力,而
且在未来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说：“人类生活终以

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

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

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6](弁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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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作为农耕文化典型代表的中国文化必将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 
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

独得绵延迄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内犹存，堪为举世

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够

苟使今日之农业国家，而亦与新科学新工业相配合，

而又为一大型农国，则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

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今日具此资

格之国家，有美国，有苏联，与中国而三。美、苏皆

以大型农国，因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然其传

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的。

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

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

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

深度之安适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

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者，必可有绝大之

贡献。[6](弁言·5)  
钱穆认为人类的未来发展终将以农业为主，未来

文化终将以和平为归。中国文化尽管在目前看来有一

些缺陷，但经过吸收西方工业文明而自我更新之后，

将以一个“崭新的大型农国”的面目而自立于世界之

林，成为人类未来的依归，而领导未来世界和平之力

量，亦必以中国是赖。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有极强的

生命力，从这一维度来看亦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 
(六) 从史学的维度来考察，中国文化史学以“人

为主，事为辅，彰扬人的心性道德”；西方文化史学

以“物变为主，人文为附，没有一以贯之的生命性”。 

钱穆是一个具有深厚的民族和文化自恋情结的历

史学家，他对中西史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目的

是为“中国文化最优论”提供理论和历史的依据。 
钱穆认为，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认识截然

相反。中国史学重人不重事，人为主，事为辅，彰扬

人的心性道德。“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

精神。重在人，不在事。而尤更重在人之心”[7]( 159)。

突出表现是中国史学成为圣人之学。西方史学则重事

不重人，事为主，人为副。中国史学对历史人物的评

价以心性道德、善恶为标准；西方史学对人物的评价

是以事功而非善恶为标准。 
钱穆认为，中西史学对历史的通变认识不同。中

国史学注重历史的会通和贯通，其集中体现是司马迁

“通天人之际，成古今之变”的思想。在这种历史生

命通变观下，中国人便能将我心等同于史心，将个人

小生命融入五千年民族大生命中。这样，中国五千年

历史便能一气相承和绵延不绝。西方历史却不重人生

与历史的合一，西方史学以物变为主，人文为附，没

有一以贯之的生命性，从古希腊、罗马到中古时期再

到现代欧洲列国的历史互不相通，总是处于分裂之中，

“即此一端，亦可见中西历史精神绝大不同之所在 

点”[8](111)。 
中西史学对历史通变的不同认识导致中西文化对

历史新旧持不同态度，进而使中西文化对史学的功用

产生不同认识。钱穆认为，由于中国史学把历史看成

是一通贯古今的生命，强调历史演变的连续性，故中

国史学重视过往历史的资鉴作用，强调“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所以，“史学在中国，乃成为一种鉴往知

来经世致用之大学问”[7](167)。西方史学把历史看成是

分裂和不连续的，因而不重视过往的历史，只求惟新。

西方文化的三大渊源犹太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

文化都不重视历史，视过去尽成臭腐。这使西方史学

不重视从历史寻求资鉴。 
钱穆又指出，历史本质上是一文化生命，道德又

是其中最根本的东西。道德就是我们的生命，“道德是

人生理想之终极实践”[9](47)。换言之，人生的本质意

义在于它以道德为本体，道德存在即人的存在。中国

历史文化精神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文化是道德的产

物，是世界各民族中最悠久和最伟大的。中国文化是

一种内倾的人文文化，最符合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方

向。而西方人重物质，由物变影响人文，“只知有变，

不知有道”。中西历史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路向不同造成

了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与事的态度截然相反，“一以人

为主，一以物为主”[8](109)。但是，西方历史文化走错

了路向，“故一部西洋史，可谓乃在物变上有进步，而

人文方面则未见有进步”[8](159)。故而，西方史学对历

史中人与事的认识也是错误的。 
钱穆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意在说明中国传统史

学在世界各民族中是最为悠久和发达的，进而为他的

“中国文化最优论”提供历史的和理论的依据。他说

“即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人的史学成绩，在世

界各民族中最为杰出，无与伦比。再没有别一个国家

民族在史学方面能超过了中国。……自然科学西方是

先进，但也不过早了我们两三百年的短时期。而中国

史学则较西方先进了一两千年”[8](51)。中国史学如此

悠久、详备和科学，这即是中国文化该是极有价值的

好证。他认为中国史学在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面临

危机，中国史学必须在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的基础上，

重新走向振兴。而且，“中国史学复兴，亦即世界人道

之复兴”[8](211)。这样，他进一步把中国史学的价值上

升到了世界性的高度，从中得出了“中国文化最优论”

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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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同文化进行比较具有很大的难度，“它首先面对

的是比较合法性的问题，对不可比的对象‘乱点鸳鸯

谱’，势必造成比较结论的虚假性。对于可比的对象而

言，又要注意运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比较办法，向

任何一方的偏重都有可能导致比较结论的‘空洞’或

‘琐碎’”[10](351)。应该说钱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是富

有启示意义的，他所揭示的中西文化差异基本符合文

化实际。但是，钱穆对中西文化的比较长于宏观而略

于微观，有其历史局限性，“中国文化最优论”也明显

带有主观色彩。  
(一) 关于文化发生论的维度 

钱穆从文化发生论的维度论证了中国文化的优越

性，应当承认，钱穆的观点具有合理因素。因为文化

的最初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与它所处的自然环境。

文化本质上是“人化”，人和文化是相伴而生的。人成

为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环境的逼迫，文化成为文化

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在文化分异的原始阶段，自然

环境对文化的形成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一种文化是否

优越，也要看他能否与自然界长期共存。自然环境虽

然不是文化产生的惟一原因，但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离开自然环境，人无以为人，文化无以为文化。而正

是由于中国文化产生于异域文化不可及的大环境中，

自始走上独自发展的路径，不受异族文化的摧残，而

与自然界长期共存。直至现在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历最

悠久的国家，这是任何异域文化所不及的。 
但是，很显然钱穆过分夸大了自然环境的作用，

文化的产生虽然离不开自然环境，但不能完全归结为

自然环境，人的产生是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文

化的产生也离不开人的创造性。尤其是文化形成以后，

它对自然环境的主动性就日益显示出来，那么更多的

文化现象则需要用人与自然环境在实践基础上的互动

去解释。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念文化是属于观

念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并最

终由生产力决定的。自从人类社会发端以来，文化的

演化始终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和同步性。任

何一种文化形态，必然要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

物质生活方式、政治上层建筑及其相互间的有机联系，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必然要打上一定的阶级的烙印。

因此，在进行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必须将其置于具体

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梳理与解析。仅从地理环境来断定

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二) 关于文化的时空维度 

钱穆从文化的时空维度论证了中国文化的优越

性，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任何一种文化必有其生存的

地域空间，也必有其发展的时间跨度。如果一文化在

空间上能够覆盖“广土众民”，在时间上能够“绵历不

衰”，这种文化必将在世界文明史占据重要的位置。而

中国文化恰恰在“扩广群、历永世”这两方面都是其

他任何异域文化所不及的。 
但是，钱穆以文化“扩广群、历永世”作为衡量

文化优越性的标准，其本身的科学性值得怀疑。我国

学者马克垚认为：“从文明的长过程来看，根据生产力

发展变化来划分文明的发展阶段依然是比较科学合理

的办法。文明性质的变化，文明面貌的变化，受到许

多因素的影响，但最终说来和它的生产力发展状况有

关。”[11](10)在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再考虑地域、时

间、影响力等因素，区分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应该说，

这才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 
客观地说，相对于中世纪的欧洲，中国文化长期

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都是在

封闭的“主体意识”中发展的，这就导致了它的严重

封闭倾向，导致了它对异域文化的超然和冷漠态度。

当近代科学的火焰冲破了中世纪的迷雾，西方文化逐

渐摆脱蒙昧主义的羁绊，经过文艺复兴走上现代化的

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却依然停留在闭塞沉闷的封建王

国的小圈子里。近代西方文化，就本质而言，属于资

本主义文化范畴，从整体上讲，几乎高出当时本质上

仍属于封建主义文化范畴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历史时

代。对近代西方文化仅仅看到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

就也是远远不够的，西方不仅创造了丰富的器物文化，

也诞生了诸如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

马克思、恩格斯等一批世界级的大思想家。而同期的

中国,虽然文化发展的方向是前进的，但相对于西方的

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则明显落后了。由此可见，笼

统地从时空维度断定中国文化最优是片面的。 
(三) 关于文化的个性维度 

钱穆从文化个性的维度论证了中国文化的优越

性，这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文化定当有其个性，这是

毋庸置疑的，“一切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没有本民族个性的文化，就没有资格跻身于世界之林。

世界文化之成其世界的，就在于每个民族各以其自己

民族独特的创造而贡献于世界，从而充实并繁荣了世

界文化的整体”[12](177)。钱穆将中欧印三大文化的个性

概括为“孝、爱、慈”或者说“青年性、壮年性、老

年性”是比较准确的，体现了其最主要的特征。青年

可以走向壮年老年，但老者不再壮，壮者也不再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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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知孝其父母，岂有不爱其配偶，慈其伦类？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化最优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人类文明，仅用一个字

是无法涵盖中印欧三系文化的丰富内容的。儒家文化

并非中国文化的全部，佛教也并非印度文化的全部。

西方不仅注重人文主义，也极为推崇科学精神，古希

腊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现代

实验科学的创始人培根也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

而为一。”可见，钱穆关于中印欧三大文化个性的概括

还很不充分、很不全面。 
(四) 关于文化的同化力与包容性维度 

钱穆从文化的同化力与包容性的维度论证了中国

文化的优越性，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外文化在历

史上的几次成功交流，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

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交流的结果不是两败俱伤，

中国文化也并未因此丧失个性，迷失方向。中外文化

的成功交流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开放

性、坚韧性和旺盛的同化功能。 
但是，钱穆认为，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路向应该

是中国的农耕和平文化辅之以西方的新科学新工业，

这显然是重弹中西文化论战中“中学为体，西就为用”

的老调。钱穆将中国的精神文化视为体，将西方的科

学和工业视为用，如此体用结合，显然是行不通的。

“有其体，必有其用。有其用，必依其体。中学有中

学的体，西学有西学的体。中学有中学之用，西学也

有西学之用”[13](45−46)。今欲存中学之体，舍中学之用；

取西学之用，去西学之体，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不错，中国的自然科学已经落后了，而西方的工业文

明已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但是文化是对经济和政治的

反映，西方的工业文明是与西方的精神文化联系在一

起的；中国的物质文化是与中国的精神文化联系在一

起的。固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但

是其积极意义和现代价值不可无限度地夸大。 
(五) 关于文化的生命力维度 

钱穆认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其永久的生命力，

这是合理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虽历

经劫难却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创造了世界民族

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与中国文化所具有

的强大而持久的活力是分不开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既有矛盾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世界上每一个民族

的文化都是历史的产物，都积淀着精华和糟粕两个方

面，民族文化的发展都有对传统文化“吐故纳新”的

过程。事实证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没有一个是在

完全排斥和放弃自己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的。中国

传统文化不但不妨碍现代化，而且包含许多对现代化

有价值和意义的东西。要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传统文化的优劣，正确处理民族

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才能

真正振兴和重建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

结合的过程，是传统文化逐步现代化的过程，也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

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 
但是，钱穆认为人类的未来生活仍以农业为主，

中国的农业文明辅之以西方的科学和工业在未来将表

现出巨大的生命力，甚至成为领导全世界人类文化前

进的最大力量。这显然与世界文明的发展路向背道而

驰。众所周知，人类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但

也已经或正在走出农业文明的束缚，工业文明乃至后

工业文明虽然与农业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无法

进行准确的划分，但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回到以农

业文明为中心的时代。所以，作为农业文明典型代表

的中国传统文化尽管与现代化精神不是截然相斥，但

要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征途中重新跃升到文化中心的

位置恐怕不太切合实际，有点勉为其难。可见，片面

地强调中国农耕和平文化在未来的生命力是不现实

的。 
(六) 关于史学的维度 

钱穆从中西史学的角度深入比较，得出“中国文

化最优论”的结论，这个视角是非常独到的，他对中

西史学的差异及其包涵的文化精神所作的一些分析是

颇为深刻的。他通过中西史学对历史中人和事不同态

度的比较，指出了造成中西史学差异的历史文化根源，

揭示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人文道德生命性，突出了

中国传统史学的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生命力，对近代

以来唯科学主义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唯西方史学发展

道德和模式是瞻，片面或一味否定中国历史文化和中

国传统史学的观点加以批判和纠正。再者，他认为中

国传统史学体现了一种科学精神，并做了具体分析，

这和史学界忽视中国传统史学科学性的看法相对立。

他的观点有助于人们客观地评价中国传统史学。 
钱穆看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科学性，但将它与西

方近代科学相提并论，甚至拔高中国史学的科学性，

便走向了极端。因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科学性是古朴的，

与近代西方科学精神有天壤之别。再者，他既说中西

史学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却又极力贬低乃至否定西

方史学，这不仅在理论上自相矛盾，而且也违背了西

方史学发展的事实，这显然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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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钱穆“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尽管带有深厚的

文化自恋情结，但也取决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客观价

值，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

中西文化的总体特征，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

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利于我们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反

对全盘西化，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抵抗西方意

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模式的入侵；有利于我们重

树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反对偏执，用“温情与敬意”

对待中华文化；有利于我们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和自豪感，宏扬民族精神，维系民族情感，整合民族

力量，激励民族进步；有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增强

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完成祖国的

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历史使命。离

开了中国文化就无法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就难以实

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但是，“中国文化最优论”的结论，仍显得过于绝

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一种强烈的恋旧情结

和复古心理。客观地说，中西文化各有其特点，亦各

有其缺陷。张岱年认为：“世界上的不同类型的文化，

如中、西、印的文化，亦各有所见，各有所弊。不同

的文化各有所见，即各有独到之处，各有独特的贡 

献。”[14](78)一般而言，文化既有世界性、人类性特征，

又有时代性、区域性、民族性特征。不论是哪一地区、

哪一民族的优秀文化，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普世性，

也必然有一定的局限性。西方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关

系，主张改造自然，满足个人，所以自然科学比较发

达；注重个人本位，崇尚个人奋斗，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提倡个人主义，以个人为

中心，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一味追求个人利益，

导致物欲膨胀，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中国文化

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伦理道德，主张

群体本位，提倡集体主义，把握了人生的根本所在，

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但是重义轻利，鄙视对自然的

改造，缺乏科学精神，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自然科

学落后；过分强调群体意识，忽视主体能动性、积极

性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印

度文化属于一种宗教文化，宗教利用文化，文化为宗

教服务，宗教所到之处，其文化随之而至。宗教是印

度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地位的

工具。印度文化主张布施，宣传人生为苦的人生哲学

和出世主义的人生态度，提倡灭欲修道以脱离苦海，

这是其消极、遁世的一面；但这种文化也有其积极的

一面，它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这也

许是印度多年来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依然保持大体稳

定的个中原因。可见，钱穆所期待的未来世界正要由

中国文化来领导，未来世界文化正要以中国的农耕和

平文化为依归，显然有背于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也是

不可能实现的。 
由此可见，评价任何一种文化的价值，都必须将

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才有意义。梁漱溟说：“一文

化原是一态度或一方向；态度和方向没有不偏的，就

都有其好的地方，都有其不好的地方；无所谓那个文

化就是好的文化，合用的文化，那个文化就是不好的

文化，不合用的文化。”[15](201)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

成长起来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这个意义上

说，各种文明和文化都具有同等价值，并无优劣高下

之分。即使在今日已没有任何价值的文化，在历史上

也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反之，即

使在今日看来是经世受用的合用文化，在历史上也不

一定有其存在的必要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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